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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教材的国家意识编写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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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外语教材的国家意识元素是外语教育国家意识的实践路径之一。 然而， 目前鲜

有文献讨论教材中国家意识元素的呈现方式， 更缺乏国家意识融入教材的理论研究， 导致国

家意识无法系统地、 具象化地应用于教材编写。 本文立足于外语教材国家意识的内涵， 提出

国家意识融入外语教材编写的理论框架， 包括国家意识的编写需求明晰、 国家意识话语的确

立、 国家意识的任务设计和国家意识的多模态呈现 ４ 个环节， 深入探讨国家意识有机融入外

语教材编写的具体路径与方法， 以期为我国新时代外语教材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

借鉴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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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近年来， 外语教育应加强对学生国家意识的培养这一理念已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 （梅

德明 ２０１８； 杨枫 ２０１９）。 国家意识能在很大程度上激发公民的责任心和义务感， 有利于国家

的昌盛和民族的强大， 特别是在提倡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的今天， 外语教育中培养学生具

有国家意识的责任更加迫切 （刘宏 ２０２３）。 外语教材作为外语教学的基本依据， 不仅是文化

传承、 创新和发展的关键载体 （罗生全、 杨柳 ２０２１）， 且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 是国家

意志的集中体现。 外语教材的国家意识研究意义重大， 已受到学者关注 （杨枫 ２０２２ａ，

２０２２ｂ； 王靖潭 ２０２２； 赵丹、 沈骑 ２０２２）。 然而已有文献主要聚焦外语教材中国家意识的宏观探

讨， 尚未深入讨论教材中国家意识元素的呈现方式与路径， 也鲜有国家意识融入外语教材

的理论研究。 本文立足于外语教材国家意识的内涵， 提出外语教材的国家意识编写框架，
深入探讨国家意识有机融入外语教材编写的路径， 以期为我国新时代教育强国背景下的外

语教材建设提供启示。
１． 国家意识与外语教材

学界对国家意识具体内涵的探讨各有侧重。 于海 （２００４： ３） 将其定义为 “对某一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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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 社群、 文化、 传统和语言的归属， 并由此分享一种共同的历史、 共同的情感、 共

同的想法和共同的生活方式”。 李桂东 （２０２１） 注意到归属认同的基础是认知， 指出国家意

识是公民基于国家历史、 民族和文化的科学认知而形成的对国家政治法律的归属认同， 也

是思想、 情感和行动上对国家认同的理性实践。 荣司平 （２０１４） 对国家意识的概括较为全

面， 认为国家意识包括公民对国家的认知、 认同和期待。
高等外语教育树立国家意识的理念由杨枫 （２０１９） 率先提出， 强调推行外语教育国际

化的同时， 必须坚持国家意识。 具体而言， 就是发挥外语教育在培养和增强国家意识中的

积极作用， 平衡母语和外语的关系， 使外语教育能够有效提升国家认知、 推进国家认同、
体现国家意志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房洁 ２０２１）。 外语教育的国家意识内涵是在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根基的外语教育语境下， 学生基于对自己祖国历史、 文化、 国情等的认知

认同， 产生强烈的归属感、 自豪感和责任感 （熊蕾 ２０１５）， 并做出服务民族复兴大业， 致力

国家文化传承、 创新与传播， 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 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等价值选择

和行为实践的情感与心理总和 （王真 ２０２３）。
一些学者从外语教材建设方面探索外语教育国家意识的实践路径。 杨枫 （２０２２ｂ） 认

为外语教育的国家意识是学校与教师把国家意识的信念结构以投射、 再造的方式嵌入外语

教材内容体系、 实践体系的国家认同过程， 并提出注重外语教材的国家意识元素是外语教

育国家意识的实践路径之一。 徐锦芬 （２０２１） 从教材编写方面也提出类似观点， 主张高校

英语课程教材内容需要体现国家意志。 然而， 目前外语教材极少融入国家意识元素， 更罕

有教材设计教学模块， 将中西文化进行对比分析， 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徐斌 ２０２１）。 虽然

王靖潭 （２０２２） 提出国家意识教材观的概念， 但是对外语教材如何体现国家意识等问题未

做充分阐释。 此外， 赵丹、 沈骑 （２０２２） 构建了大学英语教材国家意识研究框架， 从外语

人才国家意识培养的视角提出国家认知、 国家认同、 国家责任和国家期待 ４ 个维度， 对国

家意识如何融入外语教材提供了有益启示。 然而， 该研究以文化为主要切入点探讨外语教

材中国家意识的呈现， 其普适性有待进一步拓展。
２． 国家意识融入外语教材编写的理论框架

国内外学者对国家意识内涵的探讨为其融入外语教材编写提供了理论依据， 同时呼吁

应将外语教育的新理念具象化体现在教材编写的全流程 （Ｔｏｍｌｉｎｓｏｎ ２０１２； 文秋芳 ２０２３； 束定芳

２０２４）。 为保证外语教材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学界正努力尝试形

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外语教材编写理论体系。 文秋芳 （２０２３） 构建大学外语教材编写理论体

系并提出五大要素， 其中 “国家与社会要求” 是外语教材编写的指南针。 束定芳 （２０２３）

从教育生态理论的视角探讨新时代外语教材理论体系构建， 强调外语教材编写必须考虑未

来国家发展对外语能力的需求。 鉴于此， 只有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外语教材理论体系才能

为我国的外语教材编写提供重要参考。
回顾国内外文献发现， 普适性广、 操作性强的教材编写理论框架较为少见。 Ｊｏｌｌｙ ＆

Ｂｏｌｉｔｈｏ （２０１１） 提出的外语教材编写流程具有一定代表性， 包括 ７ 个步骤： １） 需求辨识

（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ｅｄ）； ２） 问题探究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ｂｌｅｍ）； ３） 情景化实现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４） 教学实现 （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５） 实物产出 （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５９０

王靖潭， 杨　 枫　 外语教材的国家意识编写理念



❘外语教学研究❘２０２４ 年第 ５ 期

６） 教材使用 （ｕｓｅ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７） 教材评估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该编写框架具有

一定的操作性， 并被本土化地应用于外语教材编写 （贾蕃、 徐晓燕 ２０２３）， 但尚存在如下问

题： 第一， 该框架针对通用外语教材编写， 无法体现出如国家意识等特色化外语教材编写

的路径。 第二， 该框架个别流程的内涵仍需进一步探讨。 例如， 在需求辨识环节， 仅强调

关注教材使用者的需求， 忽略了教材建设事关国家事权的重要属性， 教材编写未体现国家

意志和需求。 第三， 流程涵盖范围较广， 涉及编写、 使用和评估等多个环节， 混淆了各环

节的主体。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教材使用和评估的主体多为教师和学生， 而非教材编者。
本文基于前人文献研究， 提出外语教材国家意识编写的理论框架， 包括 “国家意识编

写需求明晰” “国家意识话语的确立” “国家意识的任务设计” “国家意识的多模态呈现”
４ 个环节 （图 １）。 “国家意识编写需求明晰” 是指教材编写原则须明确体现教材的国家事

权属性， 以教材为载体深入贯彻 “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 的教育理念。 “国家意识话语的

确立” 是指教材文本中国家意识话语类型的确定， 涉及 ３ 个维度， 即国家认知话语、 国家

认同话语和国家责任话语。 “国家意识的任务设计” 是指教材通过设计不同类型的任务和

练习以实现国家意识的情景化。 “国家意识的多模态呈现” 是指教材采用多模态方式选用

多种教学资源类型呈现国家意识的各类表征。
图 １． 外语教材的国家意识编写框架

上述 ４ 个环节相互关联， 其中 “国家意识编写需求明晰” 是编写理念， 决定了后续 ３
个环节。 后续 ３ 个环节属于教材编写的内容设计， 是落实外语教材育人功能培养国家意识

的重要路径。 “国家意识话语的确立” 和 “国家意识的任务设计” 是重点， 成为外语教材

编写的核心。 “国家意识的多模态呈现” 是载体， 贯穿国家意识话语的确立和国家意识的

任务设计。 须指出的是， 本文构建的框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是一个动态的、 复杂的非线性

流程。 例如， 教材编者会依据国家意识话语的类型设计相应的任务， 也可能会依据教材多

模态资源的类型调整任务设计的指令和内容。
３． 国家意识融入外语教材编写的内涵与方法

基于前文构建的国家意识融入外语教材编写理论框架， 下面将对国家意识编写需求明

晰、 国家意识话语的确立、 国家意识的任务设计和国家意识的多模态呈现 ４ 个方面进行详

细阐释， 并深入探讨国家意识有机融入外语教材编写的路径与方法。
３. １ 国家意识编写需求明晰

语言教材反映政治决策、 教育理念、 语言政策和文化面貌， 通常致力于塑造学生的国

家、 文化和政治身份认同 （Ｃｕｒｄｔ⁃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ｅｎ ＆ Ｗｅｎｉｎｇｅｒ ２０１５）， 故教材编写应当回应和适应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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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提出的新要求， 服务国家发展战略。 考察近年来颁布的外语规划与政策不难看出， 融

合国家意识已经成为新时代教材建设的鲜明特征之一。 在有关外语教育改革的国家规划和

政策中， 频频出现 “中国风格” “家国情怀” “爱国主义” 等与国家意识培育密切相关的

丰富表述。 这些政策和规划的提出， 从顶层设计层面明确了外语教材建设体现国家意识的

宏观需求。 鉴于此， 外语教材的国家意识编写首先需要在教材编写原则中明确体现教材的

国家事权属性， 通过凸显 “中国特色” 相关表述， 以教材为载体深入贯彻 “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 的教育理念。

另外，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以下称 《纲要》） 明确提出各门课程需要

将价值塑造、 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 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

价值观。 课程思政与国家意识具有同构性， 而教材的国家事权属性意味着教材须体现国家

意志， 决定了新时代外语教材编写首先需要满足融入国家意识这一特殊需求， 具体体现为

价值观的塑造和正向引领 （徐斌 ２０２１）。 据此， 外语教材的国家意识编写也应对标 《纲
要》， 深挖思政元素并有机融入教材， 承载立德树人、 培根铸魂的根本任务。

３. ２ 国家意识话语的确立

国家意识作为一种话语实践， 可以通过投射和再造的方式将国家意识元素嵌入外语教

材建设之中 （杨枫 ２０２２ｂ）。 我们在借鉴王真 （２０２３） 对于国家意识内涵探讨结论的基础上，
认为外语教材的国家意识话语可分为 ３ 种类型： 国家认知话语、 国家认同话语和国家责任

话语。
３. ２. １ 国家认知话语

国家认知是国家意识的核心基石， 也是国家认同的前提， 是指公民对一国国情的全方

位了解和认知。 外语教材的国家认知话语是指教材中文本呈现一个国家国情信息的话语表

征， 主要包括历史、 政治和外交 ３ 个方面， 即国家历史认知、 国家政治认知和国家外交认

知 （表 １）。
表 １． 外语教材国家认知话语的内涵

国家意识话语类型 体现维度 具体分类 国家意识元素

国家认知话语

历史
古代史，
近代史，
现代史。

历史事件， 历史人物， 人文精神。

政治

执政党，
国家政治政策，

法律法规，
治国理政理念。

党的 “四史”， 政治制度， “一带一路” 倡
议， 国家安危、 生存、 发展、 权利、 义务、
利害等。

外交
外交政策，
国家定位，
国际关系。

国家安全、 形象、 话语权、 利益得失、 荣
辱等。

　 　 国家历史认知涉及古代史、 近代史、 现代史等， 包括对中国历史发展演变的重大历史

事件、 历史人物等的了解 （王真 ２０２３）。 外语教材通过提供不同历史阶段的史实资料、 相关

历史事件和人物的介绍， 使学生了解国家发展的历史脉络， 深化其对国家历史的认知和理

解， 感知祖国强盛和生活幸福的来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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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治认知主要包括对执政党、 国家政治经济制度、 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的认知

（王真 ２０２３）。 当前国际形势波谲云诡， 新时代我国培养的外语人才必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领导核心、 社会主义道路、 国家政策、 治国理政理念有清晰的认知， 才能激发内心强烈

的爱国主义情怀。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可概括为 “四史”， 包括党史、 新中国史、 改革

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 对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深度认知要结合当前形势与国家发展政

策、 方针与阶段目标， 充分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 倡议等治国理念。
国家外交认知也是国家意识融入外语教材的一个重要方面。 新时代要求我们要以一种

更具世界眼光与国际胸怀的国家观来审视国家发展， 主动将自身利益与他国关切相联系，
积极承担国际责任， 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 （李洁 ２０１９）。 国家外交认知包含两个层

面： 其一， 对本国国际定位的认知， 涵盖国家政治、 经济、 文化、 国家话语权等方面及国

家外交政策在国际上的认同与借鉴。 其二， 对他国以及与他国互动关系的认知。 通过展现

与目标语国家或区域文化的深入交流， 学生可以深化对本国与他国互动关系及新时代中国

特色外交内涵的理解。
３. ２. ２ 国家认同话语

国家认同是指公民将本国的文化传统、 历史风俗、 国家主权、 政治制度、 法律法规、
道德价值等与他国进行对比， 由此产生对本国的认可而形成的归属感 （薛博文 ２０２１）。 共同

的民族、 历史、 政治、 文化、 母语等社会表征是国家意识的稳定结构 （杨枫 ２０２２ｃ）， 在国家认

同意识的构建中具有重要作用。 据此， 外语教材中的国家认同话语是指能够彰显对民族、 历

史、 政治、 文化、 母语认同的话语表征 （表 ２）， 可以激发对公民身份的认同感和民族自豪

感， 体现出对国家的深厚情感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 始终对国家保持道路自信、 理论自

信、 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外语教材通过呈现国家认同话语、 激发爱国情感和引导实践行

为这一潜移默化的方式可以增强学生的国家认同感， 强化国家意识， 实现育人功能。
表 ２． 外语教材国家认同话语的内涵

国家意识话语类型 体现维度 具体分类 国家意识元素

国家认同话语

民族认同

历史认同

政治认同

文化认同

母语认同

中华民族共同体； 民族记忆； 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四个自信”， 包
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理
论自信、 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母
语符号性。

身份认同， 民族精神， 自
豪感， 荣 誉 感， 归 属 感，
依赖感， 眷恋感， 获得感，
成就感等。

　 　 国家认同话语作为国家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体现， 是推动社

会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 首先， 国家民族认同是培养公民忠诚感和归属感的根基， 体现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养和强化。 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 个人、 民族与国家关

系的认识问题， 是一个关系到认知主体的民族观、 国家观及身份归属、 责任心、 价值追求

的重要问题 （巴玉玺 ２０２１）。 此外， 国家历史认同、 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是基于对国情的认

知， 由认知上升至对本国的自豪感、 归属感以及忠诚感等深厚情感 （王真 ２０２３）， 主要体现

为铸就外语人才的 “四个自信”， 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外语人才的价值观中， 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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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认知和认同为己任 （杨枫 ２０２０）。 母语认同主要强调外语教材中

外语和汉语母语之间结构和文化上的平衡和平等， 凸显汉语知识与世界知识体系的关系和

联系， 体现为汉字和拼音对世界知识体系建构的影响。
３. ２. ３ 国家责任话语

国家责任是国家意识的具象体现， 能够激发学生的爱国精神， 有必要充分体现在外语

教材中。 外语教材作为西方语言和文化承载最多的媒介之一， 是学生接触外来价值观的最

直接载体， 对大学生国家责任感的培养发挥着重要作用。 大学英语教材 “不仅需要帮助学

生获取正确的国家认知， 树立国家认同， 还需要培养他们热爱祖国、 报效祖国、 服务社会

的情怀与责任感” （文旭， 等 ２０２０： ２３）。 我们认为， 外语教材中的国家责任话语是指能够帮

助学生树立助推国家发展和稳定的责任心， 确立报效祖国、 服务社会的志向的话语表征，
主要涉及 ３ 个方面： 维护国家安全、 建构国家形象和传播国家文化 （表 ３）。

表 ３． 外语教材国家责任话语的内涵

国家意识话语类型 体现维度 具体分类 国家意识元素

国家责任话语

维护国家安全
国家语言安全，
国家文化安全，
国家主权安全。

汉字， 传统哲学思想， 领土完整， 国

家利益， 话语权等。

建构国家形象

文明大国形象，
东方大国形象，

负责任大国形象，
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可信， 可敬， 可爱， 开放， 包容， 和
平， 和谐， 繁荣， 稳定， 美丽， 公平，
正义等。

传播国家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语言， 文字， 文学， 建筑， 绘画， 音
乐， 服饰， 习俗， 礼仪， 风俗等。

革命文化 长征精神， 五四青年精神等。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新科技等。

　 　 维护国家安全是外语教材国家责任话语的重要内容之一， 源于外语教材承担着维护国

家语言和文化安全的重要使命 （徐锦芬、 刘文波 ２０２１）。 维护语言和文化安全， 可以引导外

语学习者进行身份建构和价值塑造， 为国家培养既精通外语又具有国家安全意识的高端人

才， 服务于国家安全事务。 另外， 外语教材中呈现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话语， 可以使学生

在全面了解国内情况的同时， 准确把握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 切实维护好国家在国际社

会中的利益和地位， 有利于提升国家话语权。
教材是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媒介。 新时代教材国家形象建构不仅是国家责任话语深入

教材建设的实践转化， 也是外语教材建设强化国家意识的核心要义 （耿希 ２０２４）， 因而建构

良好国家形象是外语教材国家责任的重要内容之一。 国家形象中的 “大国形象” 主要包括

４ 种： “中国历史底蕴深厚、 各民族多元一体、 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 政治清明、
经济发展、 文化繁荣、 社会稳定、 人民团结、 山河秀美的东方大国形象， 坚持和平发展、
促进共同发展、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为人类作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对外更加开放，
更加具有亲和力、 充满希望、 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习近平 ２０１３）。

我国外语教育既是语言教育， 更是文化教育， 同时肩负弘扬和传播民族文化的重要使

命。 因此， 外语教材应包含中国文化元素， 使学生学习外语的同时， 用外语向世界传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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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革命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 建

立新中国过程中形成的特有文化；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指中国建设和改革实践过程中形成

的文化。 外语教材中呈现国家文化元素， 有利于引导学生坚持中国基因、 坚守中华底色、
坚定文化自信、 坚持中国立场， 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中国文化 （杨枫 ２０２０）。

３. ３ 国家意识的任务设计

任务是国家意识融入外语教材的关键环节， 不仅促进教学目标的实现， 还通过各种练

习和活动提升语言能力、 学习能力和思辨能力。 我们主张在各种类型的任务设计中， 通过

选择适宜的文本、 创设合理的情境植入中国元素， 始终贯穿国家意识的浸润和融入。 国家

意识的任务设计可以涵盖以下 ３ 种类型的典型任务：
第一， 技能型任务。 这类任务设计侧重语言技能的培养， 既包括组构知识 （如词汇、

语法） 等典型语言知识， 也包括输入性 （听、 视、 读） 和产出性 （说、 写、 译） 等典型

技能。 例如， 通过语篇填空， 针对国家认知话语中历史维度 （如历史人物岳飞的个人简

介） 的典型词汇、 语法特征设计练习， 旨在训练学生掌握如 “精忠报国” “收复故土的爱

国精神” 等表达。
第二， 交际型任务。 此类任务真实性相对较高， 将任务置于创设的有意义的交际场景

中， 将国家意识隐含于任务中的语言要点、 文化背景、 语言技能等， 通常包括话题、 目

的、 身份、 场合等要素 （文秋芳、 孙曙光 ２０２０）。 例如， 要求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代表 （身
份）， 在全球生态环保分论坛 （场合） 中， 就中国节能减排具体方案发表观点 （主题），
旨在介绍并阐释中国绿色生态理念， 提出中国方案、 彰显中国智慧 （目的）。

第三， 项目式任务。 围绕特定的国家意识话语类型设计任务， 完成具体项目， 如研究

性学习、 小组合作等， 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团队协作精神。 例如， 以 “弘扬和传播北

京文化” 为项目名称， 项目活动设计为制作 “首都文化纪录片”， 内容以介绍北京文化为

主， 包括但不限于北京标志性建筑、 名胜古迹、 现代科技创新等， 通过电视台、 视频网站

等平台传播， 旨在培养学生宣传和弘扬首都文化的国家意识。
３. ４ 国家意识的多模态呈现

多模态呈现是指在传递信息时， 不仅仅使用语言文字， 还结合图片、 声音、 动画、 肢

体动作等多种感官和符号资源 （张德禄 ２０２４）。 已有研究表明， 多模态资源通过提供丰富的

感官体验和互动机会， 极大地丰富了外语教材的内涵和形式， 可以增强学生的理解力和参

与度 （张德禄、 张淑杰 ２０１０）， 对提升教学质量和学习效果起到了积极作用。 我们认为， 外

语教材融入国家意识的多模态呈现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 文本呈现。 文本模态是外语教材国家意识呈现的主要方式， 所占篇幅最高。 从文

本类型上看， 包括描述、 叙述、 指示、 说明、 论述和交流。 从题材上看， 可以涵盖人物传

记、 故事小说、 文学作品、 科学发现、 历史材料、 新闻报道等。 需指出的是， 文本除了一定

篇幅的课文之外， 还可以包括其他文化创新符号或代表性标语等文字。 例如， 单元开篇可以

选取与目标主题相关的体现国家意识的名人名言； 练习也可以通过对话的方式进行。
第二， 图片呈现。 教材中的图片可以成为传递国家意识的有效工具， 帮助学生建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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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感和归属感。 教材中的图文呈现方式通常有 ４ 种： 指代、 指代—语言、 指代—教学、 指

代—教学—语言 （Ｗｅｎｉｎｇｅｒ ＆ Ｋｉｓｓ ２０１３； Ｘｉｏｎｇ ＆ Ｐｅｎｇ ２０２０）。 １） 指代。 图片与文字具有指代关

系， 前者在教材中通常以插图的形式出现。 例如， 单元主题是中国建筑风格， 可选用一张中

国古代建筑图片作为配套插图， 让学生直观地感受国家建筑文化魅力并激发其民族自豪感。
２） 指代—语言。 图文关系主要指文字和对应的图片同时呈现给读者， 两者为前后景关系。
例如， 单元主题是中国民俗诗歌， 可通过文字展示诗歌内容， 插入相应元素的图片作为文本

后景。 这种前后景的呈现方式便于快速建立图文联系， 感受本土文化的独特魅力， 增强文

化自信。 ３） 指代—教学。 图片与教材活动紧密结合， 引导学生进行深入的文化对比、 分

析和探究。 例如， 为深化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可在教材活动中展示一张身着各民族

服饰的 ５６ 个民族人民大合照， 展示不同民族服饰特色的同时， 引导学生比较分析不同民

族服饰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 促进其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和尊重， 培养民族团结意识。 ４）
指代—教学—语言。 图片中包含目标语语言信息， 通常以漫画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如教材中， 通过漫画展现中国英雄人物所处的重要历史场景， 并配有目标语文字说明， 便

于学生直观地了解事件经过， 激励其以英雄人物为榜样， 强化责任感和使命感。
第三， 音视频呈现。 教材中的音视频材料是强有力的教学工具， 可以通过听视觉的结

合增强学习体验， 同时有效融入国家意识， 通常包括 ４ 种方式： １） 主题内容的引入。 用

外语录制语音、 歌曲、 广播剧等音频材料， 或播放重要事件， 如奥运会颁奖仪式等视频材

料， 让学生直观感受语言魅力的同时提升民族自豪感。 ２） 教材文本的鉴赏。 通过朗读、 鉴

赏外译版的国学经典， 让学生感受国家文化内涵， 用外语表达对国家的深厚情感。 ３） 文化

知识的补充。 通过播放外文纪录片、 电影片段等视频材料， 展示国家的发展历程、 社会风

貌、 民族风情等。 ４） 练习活动的设计。 播放具有国家和民族特色的音乐和歌曲， 提升文

化自信。 选取国家历史上的重要演讲或著名人物的讲话， 鉴赏语言的同时强化国家意识。
４． 结语

外语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 必须以树立国家意识为基本出发点。 国家意识元素既需要

显性映射在全学段、 各学科、 多类型教材中， 也需要预留隐性融入和挖掘的空间， 做到显

性和隐性有机结合 （贾蕃 ２０２２）。 本研究立足于外语教材国家意识的内涵， 尝试提出国家意

识融入外语教材编写的理论框架的 ４ 个环节， 确立了国家意识话语的 ３ 种类型， 深入探讨

国家意识元素有机融入外语教材编写的具体路径与方法。 需要说明的是， 国家意识话语类

型的体现维度可能并未穷尽， 因篇幅受限， 尚未针对具体类型的外语教材编写如何利用所

提出框架融入国家意识展开论述， 后续研究将就此做深入探讨， 进一步优化外语教材的国

家意识编写理论框架。 此外， 借助科技赋能可以推动教材国家意识的数字化建设， 并通过

文本、 声音、 图片等多种媒介结合， 扩展教材国家意识的空间模态， 拓展可感知价值。
∗感谢 《外语导刊》 审稿专家和西南交通大学贾蕃副教授对本文提出的诸多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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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ｍａｒｋｅｒ， ａｓ ｉ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ｗｉｔｈ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ｉｓ， ｔｏ
ｓｏｍｅ ｅｘｔｅｎｔ，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ｉｓ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ｐｅｒ ｓｅ． Ｇｒｏｕｎｄ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ｔｗｏ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ｍａｋｅｓ ａ ｃｒｏｓｓ⁃ｄｏｍａｉ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ｏｆ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ｉｅｓ． Ｉｔ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ａ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ｙｅｔ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ｇｒａｍｍｅｍｅ ｓｈｉｆ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ｉｔ
ａｉｍｓ ｔｏ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 ｔｈｅ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ｈｉ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ｕｓｅｒｓ' ｗａｙｓ ｏｆ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Ａｎａｐｈｏｒａ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ａｇ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ｂｙ ＭＡ Ｌａｎ⁃ｙｉｎｇ， ＬＵ Ｈｕａｎ， ｐ. ０７８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ｏｆ ａｎａｐｈｏｒａ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ｑｕｉｔｅ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 ｉｓ
ａ ｐｈｒａｓａｌ ｏｎｅ， ｔｈｅ ａｎａｐｈｏｒａ ｈａｓ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ｙ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ｗｅ ａｄｏｐｔ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Ｓｔａｇ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ｆｏｒ ａｎａｐｈｏｒａ”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Ｗａｎｇ ＆ Ｇａｏ （２００９）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ｉｓ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ｐｈｏｒａ ｉｓ ａ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ｔ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ｉｎ ｄｅｔａｉｌ ｂｙ ｔｈｅ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 ｉｓ ｒｅｓｔａｔｅｄ ａｓ “ ｔｈｉｓ ／ ｔｈａｔ （ ｔｈｉｎｇ）” ｉｎ ｉｔｓ ｓｉｍｐｌｅ ｆｏｒｍ ｗｉｔｈ ｅｍｐｔｙ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ｐｈｏｒａ ｉｓ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ｎｏｍｉｎａｌ”，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ｒｉｃｈ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ｔ ｉ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ｙｓ． Ｔｈｅ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ｃａｎ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ｄ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ｄ ｔｈｅ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ｐｈｏｒａ ｉｓ
ａ ｂａｒｅ ｎｏｕｎ， ｉｔ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ｌｉｋｅ “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 ＋ ｎｏｍｉｎａｌ” ． Ａｌｌ ｔｈｅｓｅ ｗａｙｓ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ａｒ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ｍｉ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ａｄｖｅｒｂ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 ｂｙ ｔｈｅ ａｎａｐｈｏｒａ， ｓｏ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ｎｏｍｉｎａｌｉｚｅｄ ｏｒ ａｄｖｅｒｂｉａｌｉｚｅｄ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 ｃａｎ ａｐｐｅａｒ ｉｎ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ｏｒ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Ｈｏｗ ｔｏ Ａｓｓｅｓｓ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ＯＥＦ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Ｔａｓｋ， ｂｙ ＷＡＮＧ

Ｃｈｕ⁃ｍｉｎｇ， ｐ. ０８７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ｓｔａｎｄｓ ａｓ ａ ｐｉｖｏｔ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ｃｏ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ｔｈｒｅｅ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ｅｎｇａｇｅｄ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ｉｔ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ｐｉｔｅ ｐｒｏｌｏｎｇ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ｈｅ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ａ ｒｏｂｕｓｔ 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ｔｅｓｔ ｇｒｏｕｎ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ｎｏｔａｂｌ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ｓｔｅｍ ｆｒｏｍ ａ ｌａｃ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ｔ ｏｆ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ｔｓ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ｓｕｃｈ ａ ｔｅｓｔ ｂｕｔ ｒａｔｈ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Ｎｏｎｅｔｈｅｌｅｓｓ， ｏｎｇｏｉｎｇ ｅｎｄｅａｖｏｒ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ａ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ｅａ ｐｅｒｓｉｓｔ．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ｉｎ ２０２３ ｗｈｅｎ ＴＯＥＦ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ａ ｒｅａｄｉｎｇ⁃ｗｒｉ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ｔｉｏｎ ｔａｓｋ． Ｔｈｉｓ ｎｏｖｅｌ

ｔａｓｋ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ｔｉｏｎ ｔａｓｋ ｕｔｉｌｉｚ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Ｍａｔｒｉ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Ｓｕｃｈ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ｓ ｍａｙ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ｌ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ｂｙ ＷＡＮＧ Ｊｉｎｇ⁃ｔａｎ，

ＹＡＮＧ Ｆｅｎｇ， ｐ. ０９４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ａｔｈ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Ｙａｎｇ ２０２２ａ） ．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ｌａｃ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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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ｉｎ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ｌｙ ａｐｐｌ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ｔｏ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ｆｏｕｒ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ａｓｋ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ｏｒｏｕｇｈｌｙ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ａｔｈ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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